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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视角下中国农民家庭的生计变迁

———基于一个农民家庭 ３７ 年的收支账本分析

刘玢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家庭收支是家庭各方面变化的集中体现。 以一个农民的家庭账本为线索，追踪其 ３０ 多年生

产与消费的变化，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背景与个人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相结合，完整地呈现社会转型

中普通农民家庭的生计变迁过程，并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家庭与个人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研

究发现国家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家庭及其个人的行动：一方面透过对农利益调整改

变了家庭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让个人在家庭生计责任与个人发展之间相啮

合，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牵引着个人和家庭的生命轨迹。 透过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农民家庭收支变

化，能够从微观家庭层面折射出中国宏大的农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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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家是农村的基本社会群体，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

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 ［１］ 。 孔迈隆在考察家庭时，把共同的家庭经济

视为决定要素，只要家计是共同的，即便实际上分居的人们，就还是一个家庭。 而家计的分裂才

是家庭的分裂，子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便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 “同居共财”构成家庭

生活的核心，每个人的劳动所得全部放进为了全体成员利益的家计形态中，同居中的个人生活

所必需的消费全部由共同的家计来供给，除去生产与消费之后的剩余便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的储

蓄 ［２］ 。 而家庭经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变迁与家庭结构本身的

变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从集体经济回归到小农经济，政策对家庭生产与消费功能的影响

最先凸显出来，原本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一个家庭的生活资料主要来自生产队，按照

家庭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分配给他们粮食和现金，集体分配按个人为集体生产所付出的劳动

工分计算，但实际分配时仍以家庭为基础的“户”为单位交付。 家庭自身的生产功能丧失殆尽，
仅作为一个共同消费单位存在。 而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系列城乡经济体

制改革促使家庭再次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共同体，逐渐减少对集体

的依赖，这也是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重要转折点 ［３］ 。 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家庭结构

的变化，１９５０ 年之前的大家庭结构伴随土地集体化逐渐被瓦解，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日趋核心

化，土地承包给家庭巩固和加强了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 ［４］ 。 计生政策更是在控制家庭人口和家

庭结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每个家庭的劳动力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相对是既定的，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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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一定、农业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家庭也不会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但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会采

取将主业和副业相结合的形式，对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进行最有效的分配，“半工

半耕”的家计模式由此成为家庭首选，这种结构既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分工结构，它在代际之间形

成了模式化、稳定性的分工，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形式 ［５］ 。
家庭是各种社会变迁洪流的交汇点，它反映了社会变迁，也促进了社会变迁 ［６］ ，但在研究家

庭时更多地将家庭本身作为分析的整体，容易忽视家庭中个人的角色和发展状况，阎云翔 ［７］ 将

国家制度层面与家庭中的个体相结合，给我们展现了当国家力量减少对家庭的控制和渗透时，
会出现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以及无功德的个人。 在宏大的社会叙事背景下，只有与个人的命运

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痕迹。 而宏观层面发生的变迁必须从微观层面、
个体层面加以解释，要解释宏观现象，仅仅是在宏观现象彼此之间进行相关分析是不够的，还需

要我们去进一步剖析展示，在一个时间点上的宏观状态是如何影响个人行动的，以及这些个人

行动又如何带来下一个时间点上宏观层面的新变化 ［８］ 。 本文最初的灵感来源是一个农民三十

多年的家庭账本。 记账作为个人行为本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背后是否会暗含

着社会变迁的线索？ 这微小的家庭收支账本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它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账本中个人、家庭与国家是如何微妙的交织在一起？

从家庭经济状况的翔实资料入手，同时结合生命历程视角下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联接，
能够帮助分析国家政策如何通过家庭作用到个人的生命轨迹中。 在家庭支出中，主要包括子代

开支、医疗健康、农业支出、人情往来、辅助兄弟姐妹、赡养老人、修建房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
透过支出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勾画出家庭的生命周期和个人生命事件如何勾连在一起。 农业家

庭收入来源和结构性较为清晰，通过收入的变化可以完整呈现出家庭种植结构的变化，以及地

区性农业政策和全国农业市场对家庭种植决策的影响，同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农村家庭“半

工半耕”生计模式产生的根源。

二、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国家、家庭与个人

生命历程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由埃尔德创始后得到迅速发展。 埃尔德将生命历程定义

为“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 。 “生命历程” （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指的是一种社会

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影响 ［９］ 。 从个

体意义上来说，“生命历程是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

件的顺序是按照年龄层级排列的，年龄层级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 ［１０］ 。
社会规定性和年龄层级性是生命历程理论的两个关键点，轨迹、延续和转变是其三个主要

分析主题。 转变和延续是轨迹的元素，延续是轨迹的主要构成部分 ［１１］ 。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

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生命历程理论有四个重要观点：首先是个体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

时间和他们在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 其次是一系列的生活转

变或生命事件对于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什么时候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这些时

机变量的影响，部分取决于它们如何和正在变迁的社会世界的要素融于一体，也就是强调，事件

发生其本身并不重要，其发生的时间非常重要。 再次是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

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每一代人注定要受到别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

件的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家庭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 最后是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

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
既有研究通过对具体社会过程的考察、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通过把握个人生命历程与社

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把“小问题”变成最后的“大文章” ［１２］ 。 历史的变革不仅给个人生活方

２４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９ 卷



式赋予了意义，更为它的突出特征即个人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提供了意义 ［１３］ 。 生命历程发展的

重要性就在于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在人们的生命周期中得到体现，不同的生命年龄起到对人类

经历的调节作用。 但是历史的变革要想作用于个人，离不开国家与家庭的媒介作用，在使用生

命历程理论帮助分析具体事件时，国家、家庭和个人三者贯穿于整个理论脉络之中，缺一不可。
国家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是影响个人生活方式的重大背景，是历史时空过程的

具体表现。 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财务状况，整个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实施的某种社会政策，都会对

个人和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周雪光、侯立人 ［１４］ 在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政策

时指出，国家及其政策变化对于中断和重构个体生命历程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集权国家若是

通过高度动员去贯彻其政策时，没有哪个社会群体能抵制其对他们生活的入侵。 以生育政策为

例，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后来空巢家庭的出现 ［１５］ ，这种家国同构的模式在发挥了一定优

势作用之后也增加了独生子女在照料、养老等方面的负担 ［１６］ ，改革之后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儿

童、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城市融合都与国家政策密切相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政策

诱致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但是国家的政策在很

多情况下并非是直接作用于个人，而是通过家庭间接地对个人产生影响。 埃尔德 ［９］ 研究大萧条

中的孩子们发现，整个国家经济局势的下滑首先冲击的就是家庭，当家庭经济受到影响之后，维
持家庭经济状况中的劳动分工、婚姻权利和亲子关系，以及它们对孩子在家庭中的经历的含义

都会发生改变。 家庭中的危机情境可能通过他对个人变迁暗含的意义而扩大那些重要的影响，
并促进对自我的评价。 家庭生活的每一领域都不是孤立存在或完全独立于其他领域的，每个领

域中发生的变化，经常会蔓延到其他领域中去。 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互动最直观的体现就

是对家庭的影响，通过家庭才能反射国家对个人的影响，国家也是通过家庭才能作用于个人。
一个家庭的收入结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家庭本身所面临的阶段与任务，还与整个社会大环

境息息相关。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力量塑造着家庭的发展轨迹，也影响着个人的行

动逻辑和发展方向。 人们能够选择他们所要走的路，但他们的这些选择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作

出的，所有生活的选择都取决于社会和文化的机会以及历史的制约因素 ［９］ 。 因此，总结上述国

家、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层面的利益调整，二是社会家

庭层面的文化啮合。 利益方面国家通过对农政策的变化，直接作用于农村中的经济结构和人口

结构，文化层面主要是家庭生计维持和家庭责任承担左右着个人的选择。

三、案例介绍

关中西村①地处秦岭山下泥峪口河东畔，西边隔着沙河与五峰遥遥相望。 南连塔庙北接神

马草滩，背依青山远眺渭水，泥惠渠穿村而过。 西村辖 ２ 个自然村，共 ５ 个组 ２３７ 户 ９４０ 多人。
村庄有十多个姓氏，张、王、范为三个大姓，王姓有 ２０ 户，张姓 ２２ 户，范姓 ２０ 多户，姓氏之间插

花居住。 三分之二的人口常年在家，三分之一的人口常年在外。 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２０３２ 亩，人
均土地面积在 １．３ ～ ２ 亩之间，土地归小组集体所有，小组留有机动地。 西村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分

地到户，到户之后村民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１９９０ 年代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１９９０ 年种植苹

果兴起，１９９５ 年大规模种植猕猴桃，２０００ 年则种植桃子、李子，２００６ 年种植樱桃。 种植结构从

传统的粮食作物为主转变为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为主。 现西村猕猴桃占耕地面积的 ５０％，李子

占 ２０％、油桃 １０％、樱桃 ５％、蔬菜 １０％、苗木 １％，种植粮食的面积不足十分之一，且不少为套

种。 村庄经济分化程度低，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 ３ 万 ～ ５ 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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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牛孝全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８０ 年高中毕业，正值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因其高考时差 ７
分未考上大学直接回到家里开始参加劳动。 父亲在县民政局上班，很少回家，家里主要由母亲

掌管，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家里正需要劳动力来支撑整个家庭。 当时

其父亲考虑到牛孝全还年轻，提出建议，自己放弃县里的工作回家劳动，让牛孝全继续读书或者

到外面打拼，但是为了整个家庭着想，牛孝全还是放弃复读的念头回家帮助母亲。 从 １９８１ 年开

始他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庭记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１９８４ 年初与邻村姑娘经过亲

戚介绍后结婚，第二年（１９８５ 年）第一个孩子出生，过了两年（ １９８７ 年）第二个孩子出生。 牛孝

全从 １９８９ 年开始在村里当村干部，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年为副主任，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当村主任，１９９８ 年

辞去主任一职。 一方面是村里的工作不好开展，另一方面是家中父母年纪已大，不能再让老人

承担过重的农活。 ２０００ 年，牛孝全父亲去世，按照当地风俗他在家守孝三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经

伯父介绍到新疆做施工员，２００８ 年孩子毕业需要解决婚事问题，回到家后就一直没有外出。
２０１２ 年大儿子结婚，２０１３ 年腊月小儿子结婚，２０１５ 年春二儿子的孩子出生，２０１６ 年夏大儿子

的孩子出生，此后牛孝全便一直在家里种地带孙子，周边打零工的时间也逐渐减少。
牛孝全的家庭按照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１９８２ 年分地之前，全家参加集体

劳动分配口粮和其他物资。 大家庭中牛孝全的二伯和三伯尚未结婚，与牛孝全家居住在一起，
但是在收支方面单独计算。 第二阶段是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牛孝全代替父亲成为主干家庭的当

家人，直到 １９８６ 年父亲为其建好房之后牛孝全与妻子和孩子搬出去居住，真正开始了核心家庭

的独立生活。 牛孝全的家庭在关中并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 因此，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三十

多年的收支账本看似单薄而微小，但其背后所呈现出的变化是改革近四十年来家庭的变迁，是
国家政策在农村实施后具体的反映，是个人在时代洪流中无数艰难的决择。 至此，小小的账本

不再是一笔一笔单调的数据，背后所隐含的巨大转变如何微妙地影响到最小的社会单位———家

庭，以及家庭中的个人，值得关注。

四、定型与转变：家庭收入变化的逻辑

（一）初步定型：落榜少年遇上农村改革

对于牛孝全的人生而言，高考失利与土地到户成为牛孝全生命中最关键的时期，家中长子

结束学业，帮助父母承担大家庭的责任，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并生育下一代的所有事情在短短几

年之间就完成了。 人民公社体制的大集体时代和分田到户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在家

庭收支中完整地展现出来。 １９７９ 年的家庭承包试点并未直接影响到关中地区，在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仍属于大集体时期，牛孝全记录了整个大家庭的劳动力出工情况。 当时实行工分制，每年除

了分到的粮食、猪肉、油、布等，以现金方式给每个家庭结算，如果有欠款，则在下一年从应该分

得的款项中进行扣除。 在牛孝全还未回家参加劳动之前，以 １９８０ 年为例，牛孝全的父亲刚入党

转正，被分派到县农工部参加工作，到最后结算时拿出全年的工资购买大队 ４００ 个工分，加上牛

孝全母亲的工分，除了家庭分配的口粮之后倒欠大队 １６０ 元，因此仅凭其父母二人的劳动在当

时根本养不活全家 ７ 口人。 韦雪梨是牛孝全的母亲，因 １９８０ 年在生产队拔棉秆意外受伤，不能

进行较高强度劳作。 １９８１ 年，牛孝全的大妹牛蕊香中学毕业后留在家里参加劳动，直到 １９８５
年出嫁。 牛孝德排行老二，平时都在上学，只能在假期回家后参加劳动，工分较少。 牛蕊粉是最

小的妹妹，当时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开始干活，二妹牛蕊芬当时还在读书未参与生产队劳动，
毕业后接替其父亲岗位在民政局工作。

牛家生活真正开始好转应该从 １９８１ 年牛孝全回家劳动算起，１９８１ 年每个劳动日折算成钱

是八角，家庭全年工分总计 １０９６．５６ 个，总工分扣除自留地 ３５ 个之后，按照这个换算标准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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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款 ８４９．２５ 元，其中还需要扣除已经分配的粮食 ４５３９．５ 斤，价值 ７６０．７ 元，大队再扣除 ７．５
元杂费后，最后家庭拿到手的现金为 ８１．０５ 元。 １９８２ 年每个劳动日价值一元，家庭全年工分总

计 ９９１．５８ 个，扣除自留地 ３５ 个工分，最后全年应得款 ９５６．５８ 元，扣除已经分配的粮食 ３２２３．６
斤，价值 ６７８．１６ 元，家庭在 １９８２ 年到手的现金为 ２７８．４２ 元。 牛家 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２ 年出工和分粮

情况如表 １、表 ２ 所示。
表 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牛孝全家庭出工情况 ／个

年份
姓名

牛孝全 牛蕊香 韦雪梨 牛孝德 牛蕊粉
车工 粪工 总计

１９８１ ４２６．５４ ２９４．０１ ２３０．７７ １０．２０ ——— ３１．９４ １０３．１０ １０９６．５６

１９８２ ４７６．９３ １５４．３４ １３１．２２ １８．３４ ９７．５２ ２８．５８ ８４．６５ ９９１．５８

表 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牛孝全家庭分粮情况 ／斤

时间
分粮类型

口粮 工分粮 猪料
自留地 合计

１９８１ ２６２０ ９２８ １７８ ８１３．５ ４５３９．５

１９８２ １５３３ ６０５．６ ——— １０８５ ３２２３．６

　 　 从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的家庭收入中可以看出，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年底集体分款，当时处于计

划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分配粮食不是全部按照工分数量来分配，而是按照 “人七劳三”
的标准，所谓“人七劳三”是指所有粮食分配中，百分之七十是按照“人口数”来分配，这部分称

为“口粮” ，百分之三十按照“工分数”来分配，这一部分称为“工分粮” 。 从牛孝全的家庭中能够

看到，粮食来源主要依靠人均分粮和自留地，工分粮所占比例较小，只占到 １ ／ ５ 左右。
（二）土地分配：家庭生计转变的联动轴

西村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分地，按“人八劳二”比例分成，人均分地 １．５ 亩，劳动力平均分地 ０．８２
亩，土地按照土质优劣分为三个等级。 一等是旱涝保收的优质地，二等是有部分不能浇灌上的

坡地，三等是水利条件不好的河滩地。 当时家里的劳动力主要是牛孝全母亲、牛孝全、牛蕊香和

牛孝德，另外两个妹妹太小，每人算 ０．１ 个劳动力。 因此牛孝全家七人分地 １０．５ 亩，５．２个劳动

力分地 ４．２６ 亩，人劳总分地 １４． ７６ 亩。 牛家的土地变化和收入结构变化情况分别见表 ３ 和

表 ４。
表 ３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牛孝全家庭土地变化情况 ／亩

土地类别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５

公林墓 １．６１

碑子北 １．４０

井北 ２．８６

瓦窑地 １．１２

河下地 ０．６５

苜宿地 ０．２４

三角地 ２．７４ ２．７４

柿树北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碑子南 １．５１ ４．９５ ４．９５

西洼 １．６１ ２．２９

油磨地 ０．３０ ０．３０

西岭 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０．２９ ６．４９ ６．５９ ８．６０

碑子坡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５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１．９６

自留地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５９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０９ ３．０９

总计 １７．０３ １７．３５ １５．２９ １３．８６ ９．７３ ９．９１ １３．６５

　 　 注：表中均为土地实际面积，与分地标准面积有出入，主要是分地时根据土质优劣不同面积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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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 年牛孝全家庭收入来源变化情况 ／元

年份
农业收入

粮油 养猪 蔬菜种植 果树作物
务工收入

其他收入

人情 利息 国家补贴 其他
年收入

１９８３ １０２７ ２４０ １７５ １４４２

１９８４ １４６４ ３９５ ５３ ５２４ ２４３６

１９８５ １５４５ １４９ ８２ １２ １３ ５９２ ２３９４

１９８６ １９４２ ４４１ ３９ ８ ２２ ４４ ２４９６

１９８７ ２４３２ ５５１ ７ １１ １９８ ３１９９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９９６ １３７６ ５ ４５ １５ ４４２６

１９８９ １８７９ ４２６ ５９１ ２８７ ２０３ ３４８ ３７３３

１９９０ ２４３０ ８２１ ２８６ ４３１ ２８１ ２４ ４２７３

１９９１ １４４０ ９４６ ３２８ ７６０ ９０ ６ ３５６９

１９９２ １５３２ ４７５ ２１４３ ６５８４ ８ １２０ ４４７ １１３０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１４ ５５９ １４４ ５６９３ ２６０５ ５８１ １０７９６

１９９４ １４８４ ２１１７ ２２３２ １０４０６ １７１０ ６３ １１５ １８１２７

１９９５ ２１０５ ２０２０ １５１０ １１５１４ １５４５ ７０８ １９４０１

１９９６ ８９２ ２０１３ ８２１ ９０７６ ５１７５ １７９ ４３８ １８５９４

１９９７ １１６２ １７８６ ８４９ ４９７１ ４６７ ５５５ ４４ ９８３５

１９９８ １５４４ １１６２ １６０１ ３１１６ ８ ８０６２ １５４９３

１９９９ ７１０ ６７７ ６５０ ６７６３ ７７８ １１９５ ３６５ １１１３８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４ １５５３ ２１６０ ４９６６ ４４０ ３２３ １１４２６

２００１ ９５６ １７００ ３３０１ ３８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５ １０１７２

２００２ ５５５ ６５６ １７２５ ３６３７ １１７０ ２４４ ２０ ８００７

２００３ ３１７０ ４３１８ ３７９６ １２２４２ ２６ ７９９ ２４３５１

２００４ ４１５４ ２６１７ １１７０ １０４３３ ２００ １００７ １９５８１

２００５ １６１３ ８３０ ３９００ ５９５９ １２５３８ ２２０ ２５０６０

２００６ ３１０９ ７９０ １０９７ ５５７４ １５６００ ３６２ ３０８ ２６８４０

２００７ ９３６ ２３４０ １６６５０ ３８０ ２８０ ３０ ２０６１６

２００８ ４３７４ ４９０７ １６０２７ １２０００ ７３４ ３８０４２

２００９ ３７４２ ８０１７ １０９９６ ７４５７ １７１４ ７００ ３２６２６

２０１０ ３７８４ １１４０８ ２０９７２ １７０６７ １１２４ ９４０ １８０ ５５４７５

２０１１ ４３２８ １２２３３ １７１７４ ２５１６４ ９２８ １２１８ ６１０４５

２０１２ ６４０ １２５２５ ２６３２５ ２２８５５ ３０１３０ ４７７１ ９７２４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８３ ２６０２３ ２２０７４ ２００６３ ３８７３０ ２７５７ １１０７３０

２０１４ １１５５ ５５５７ １８０１６ ２３１８０ １６５２ １７００ ５１２６０

２０１５ ３５ １３６８０ ２０７９２ １２２２５ ２７９４ ４１７ ４９９４３

２０１６ ３８３５ ７１３６ ３６７６２ １０８６０ ５８５９３

２０１７ ２２１ １４９２７ ３１００９ １５０ ９９６ ６７ ４７３７０

　 　 根据西村的实际情况，每个小组在分配土地时都留有自己的机动地，调整土地都按照组内

的规则进行，但总的原则就是“增人增地、减人减地” 。 这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土地政策“生不增

死不减”有所不同，组内允许在三十年大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小调整。 但调整土地的时间不固定，
多数情况下是根据组内成员的需要进行，对于各个家庭而言，当户内人口趋于稳定时，每次土地

调整便只会涉及小部分家庭。 从牛家的土地变化中展示出当家庭人口趋于稳定时，土地可以在

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从 １９９７ 年国家实行的二轮承包开始，牛家的土地因为未增加人口而面

积保持不变，一直到 ２０１５ 年进行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小组内部土地调整，增加了两个儿媳妇的

土地，最终变为 １３．６５ 亩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小组内部所规定“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规

矩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首先是国家政策规定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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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再延长 ３０ 年与村里的民约有差距，随着农民法律和产权意识的增强，人口减少的家庭坚持自

己的合法权益，不愿意减地。 其次是原本种植粮食作物不涉及果树，１９９０ 年代前土地调整容

易，现土地上都是果树等经济作物，种植周期长且效益高，调地时利益冲突增大，用村民的话表

达现在的局面就是，“没地的要不来，有地的下不去，不下就给钱，有钱就不出” 。 牛孝全家庭土

地面积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１９８９ 年一直在 １０ 亩以上，主要是家庭中除牛孝全之外还有其母亲和未出

嫁妹妹的土地，等到 １９９２ 年兄弟到单位工作户口转出，妹妹们全部出嫁，牛孝全母亲户口转到

父亲一起，因此土地仅剩下牛孝全及其妻儿四个人的面积。 到 ２０１５ 年新增加两个儿媳土地后，
土地经营分为三个板块，果园 １０ 亩，苗木 １ 亩，剩下了 ２ 亩左右用来套种蔬菜和粮食。

在土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中，农民并不是简单而被动地接受国家政策，而是在政策实施过

程中进行因地制宜的改变和重构。 土地平均分配符合集体时代之后农户的切身需求，出于长远

考虑定期对土地进行重新配置有利于小组内部秩序维持与修复，同时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民

家庭能够合理配置家庭人力资本，保证了普通家庭的经济再生产顺利进行。 土地面积变化同时

也影响到家庭种植结构调整，在土地刚分到家庭的几年，大多数农户都是沿用集体时代的种植

结构，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在刚实行联产承包后的几年，每个家庭必须保证每年的口粮，并等

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才能选择其他的种植方式。 这也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强调

的“安全第一” ，农民对维持生存的农作物而不是对专供销售的农作物更加偏好 ［１７］ 。 但当农民

有了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会选择能够获取更大利润的农业经营方式，从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

的转变很快就发生了，农民在增加收入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家庭内部的人力配置。 看到农业收入

的增加有限之后，一边根据市场需求和土地规模调整种植种类和面积，另一方面不断采取措施

增加农业之外的收入，比如务工收入和投资收入。 土地对于农村家庭至关重要，在人力资本向

城市流动的过程中“进可攻退可守” ，同时是家庭生计转变的重要因素，土地能够在保证维持生

存的前提下，允许家庭中部分成员外出就业，从而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表 ４） 。
（三） “半工半耕” ：政策、家庭与个人的互构

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方式，既是受到经济形式、城乡二元体制、社会流动等国家宏观

结构和制度的影响，更是基于既定家庭结构下的理性选择 ［１８］ 。 从家庭三十多年来的经营收入、
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每年总收入的百分比可以明显看出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图 １） 。

图 １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 年牛孝全家庭年收入结构变化

首先 １９８３—２００３ 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农业收入一直占家庭年收入的 ８０％左右，一直到

２００３ 年才开始有所改变，２００８ 年之后又回归到农业收入占主导地位。 一方面收入结构的变化

折射出家庭生命周期变动，抚养未成年子女和赡养父母是家庭传统的伦理责任，很多农村家庭

在权衡之后放弃外出务工，等到子代逐渐长大，家庭面临教育、婚姻、养老、医疗支出等巨大压力

之时，不得不外出打工寻求经济上的积累和改善，等到子代成婚之后，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

由性别分工转变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老人随着年纪增大不适宜再外出务工，同时帮助抚养孙

代，让年轻一代出去打拼。 另一方面家庭收入结构与社会整体变迁息息相关，中西部地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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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外出务工的时间相对沿海地区较晚，尤其是像关中地区很早便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土地

对劳动力要求较高，农业收入效益超出全国同时期很多地区，且 ２０００ 年之后第一代农民工陆续

返乡带回资金用于家庭房屋修建，国家自税费改革后陆续实施各种惠农政策投入大量资金项目

扶持农村发展，很多农民在周围村庄和县城找到了临时性工作，同时还能兼顾农业生产，农村的

发展为返乡农民工提供部分就业机会，吸纳地方性剩余劳动力，也相对维持了农村整体半工半

耕的收入结构。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储蓄在家庭收入中一直占很小的比重，但通过三十年多

年的变化还是能够直观体现农村金融的变化过程，１９９８ 年储蓄利息占当年总收入的 ５０％就是

最直观的证明，储蓄利率的高低对除了银行存款就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农民家庭而言极为

重要。
家庭收入结构变化的过程全方位展现了国家政策与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在明确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轨的时期。 在经济高速增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和城乡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第一次

出现了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和跨区流动，形成了“民工潮” ，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结构开始发生转

变，依据家庭本身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农村的家庭收入不再依靠单一的粮食作物而是扩大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增加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开始增加，男性和女性原本相对明

显的分工格局被重组，女性在家庭收入中的作用日趋明显。 小农在增加收入上展现出与资本主

义企业同样的“理性” ，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来追求最大利润，积极利用各种资源 ［１９］ 。 家

庭收入来源增多，同时各个收入渠道之间收入的差距缩小，之前农业收入占主导的局面开始发

生转变，农民越来越注重收入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 在应对风险过程

中最重要的便是个人的抉择，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家庭生计的改变都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个人，
从而让个人来适应或改变当下的局面，其目的都是维持家庭经济再生产。

（四）家庭收入：微小账目缩影社会变革

牛孝全家从 １９８３ 年开始家庭自负盈亏，种植结构根据家庭自身情况来进行调整。 包产到

户之后，从 １９８３—１９９０ 年之间，家庭总收入主要还是依靠粮食生产和养殖家畜，但家庭已经慢

慢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并进行小额储蓄，在之前几年尝试种植辣椒之后，１９８８ 年开始大规模地种

植苹果，在之后近十年里形成家庭中一笔稳定的收入，打破了原本单一的以粮油、家畜和辣椒为

家庭主要收入的格局。 后苹果受市场影响退出，改为种植猕猴桃，当地猕猴桃种植规模逐渐扩

大并占据一定的全国猕猴桃市场，农户收入较为稳定，同时在猕猴桃之后当地也新增加了其他

果树品种，比如李子、油桃和樱桃，但市场相较于猕猴桃波动幅度大，几年内砍树换树的情况经

常发生，但总体而言，当地种植经济作物是家庭收入发生飞跃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 １９９０ 年之前

男性务工主要是依靠村里的集体性事务获得少量的收入，女性辅助务农和料理家务，作为新媳

妇孕育下一代为家庭增添人丁，当时全国性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尚未开放，家庭收入基本上全部

依靠土地来获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谋生，
收入远远超过家庭务农收入。 牛孝全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 年都在村里任职，但 １９９０ 年代村干部的工

资较低，且在分税制之前都依靠地方财政来拨付，经常拖欠工资，对于家中两个儿子要上学还要

结婚的农民家庭而言，仅依靠土地微薄的收入，其日后的负担可想而知。 １９９８ 年正当牛孝全下

定决心要外出打工时，其父亲身体欠佳，作为长子有养老职责，直到父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守孝

三年方才外出，父亲的离开成为牛孝全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家庭生计模式变化的重要节

点。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五年时间中，牛孝全每年 ４ 月初至 １０ 月底在新疆做施工员，其妻在家种

植果树，等到 ２００８ 年两个儿子毕业工作后，牛孝全不再到新疆打工，而是在家周围打零工帮人

建房子，其妻子也开始到外面季节性地打零工，主要是到新疆摘棉花嫁接果树。 随着子代结婚

任务的完成，牛孝全与妻子年龄到了 ５０ 岁，家庭中子代不再需要依靠父母，从身体方面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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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角度考虑，打零工的时间逐渐减少，收入也有所下降，更加注重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帮助抚

养下一代。 在这个阶段牛孝全和妻子仍继续为子代付出，从经济上的金钱资助，生活上帮助照

顾孙代，以及经常性的食物供给，主要是用来支撑子代可以顺利完成城镇化。
辣椒和苹果在西村很久之前就开始种植，１９６０ 年代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果树队，专职搞副

产，辣椒最开始只是小面积种植，在小麦还没有收割之前就预留一定的空间和辣椒进行套种，等
到 ６ 月份小麦收割之后种大葱，但是辣椒和小麦套种后都需要人工收割，大葱需要单个挖起然

后捆绑售卖，这种搭配方式较为费工，效益赶不上后来的蔬菜种植，因此辣椒和葱在机器化收割

推广之后就慢慢被农户淘汰。 １９８８ 年种植的苹果树在 １９９０ 年开始挂果，在接下来将近十年的

时间里，也是苹果树在西村规模最大的时段，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苹果园，价格最好时达到一块

多，收成好的农户一亩地可以有 １ 万元左右的收入。 苹果日渐成为家庭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
从 １９９２ 年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６ 年时间中占牛孝全家庭总收入的 ５０％左右（表 ５） ，之前种植粮食和养

殖家畜的收入变化不大，家庭总收入伴随苹果的出现在 １９９２ 年首次突破 １ 万元，并在以后的几

年里一直保持在 １ 万元以上。 但该地区的地理位置种植出来的苹果在色泽和口感上都比不过

陕北洛川苹果，随着其他产区苹果种植面积增大，农产品的竞争也逐渐市场化，苹果产量增幅明

显但是收入却明显下降，农民不得不另寻出路，苹果淡出了西村。
表 ５　 牛孝全家苹果投入产出变化情况

年份 化肥 ／ 元 农药 ／ 元 总产量 ／ 斤 苹果收入 ／ 元 苹果收入占比 ／ ％ 纯收入 ／ 元

１９８８ １４１ ５

１９８９ １２４ １８

１９９０ ２００ ４０ ８００ ４１５ １０ １７５

１９９１ ５５２ ５０ １５００ ７５０ ２１ １４８

１９９２ １１２８ １９３ ８１４０ ６５７０ ５８ ５２４９

１９９３ ７５７ １４９ ９５００ ５６７５ ５３ ４７６９

１９９４ ８４０ １８０ １１６３０ １０４０６ ５７ ９３８６

１９９５ ７２０ ２１０ １２３１０ １１３８３ ５９ １０４５３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０ １９０ １５１１０ ９０７６ ４９ ７５８６

１９９７ ８６０ ３１０ ９１３０ ４８３８ ４９ ３６６８

１９９８ ９１２ １５４ １０６８５ ２２１８ １４ １１５２

１９９９ ５２０ ９５ ——— ３０６１ ２７ ２４４６

２０００ ——— ——— ——— ２７５ ２ ———

　 　 与苹果收益相关的是家庭储蓄，苹果在 １９９０ 年代的收益使得西村村民农业上的收入大幅

度增长，不仅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大量的盈余，因此很多农民会选择银行储蓄的方式管理财

务，同时还能增加家庭收入，牛孝全家储蓄收入最突出的是 １９９８ 年，储蓄利息收入为 ８０６２． ４
元，占当年家庭总收入比重的 ５２％（表 ６） ，这与当时农村金融的发展密切相关，１９９０ 年代银行

储蓄利息较高，尤其是长时间的大额储蓄，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储蓄成为理财的首选，其他的投

资渠道相对来说较为狭窄。
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对农业实行补助，更多的是支持农村建设，大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对特色产业进行扶持。 在牛孝全所在的辖区，政府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逐渐形成了依靠猕猴

桃的完整产业链。 猕猴桃成为自苹果后家庭农业收入中的重要部分，且猕猴桃一直成为当地农

户种植的主要作物，这其中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让当地成为猕猴桃特色产区，打造属

于自己的猕猴桃文化，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猕猴桃产业发展，聘请专家研发新品种

并指导农户种植，在政策上对猕猴桃相关产业进行倾斜，同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宣传猕猴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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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品牌、文艺晚会、展览会等形式让百姓融入，建构一整套猕猴桃与当地村民不可分割的话

语体系，融入老百姓的意识形态，从而在经济上有了更加有力的社会动员力量。 同时在市场经

济的作用下，其他的果树品种像李子和樱桃也慢慢加入，蔬菜的种植所占比重也增长较快。 对

于目前的种植结构而言，一方面是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利润的驱使，整个家庭的收

入结构就是“打工＋果园＋蔬菜相互支持”的局面。
表 ６　 １９９８ 年牛孝全家存款取息情况

存款时间 金额 ／ 元 年利率 ／ ％ 取款时间 利息 ／ 元

１９９３ ／ ２ ／ 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５ ／ ２ ６８３

１９９３ ／ ７ ／ ２２ ５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８ ／ ４ ３４６

１９９３ ／ ８ ／ ３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８ ／ ４ ６９３

１９９３ ／ ８ ／ ２８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８ ／ ２８ ６９３

１９９３ ／ ９ ／ ２２ ５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９ ／ ２７ ３４５７

１９９３ ／ １１ ／ ９ ２０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 １１ ／ ９ １３８７

１９９４ ／ １０ ／ 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９９８ ／ ２ ／ ２６ ３７３

１９９７ ／ ９ ／ １ ２０００ ７．８３ １９９８ ／ ９ ／ ３ １５７

１９９７ ／ ３ ／ ２８ ５００ ９．２４ １９９８ ／ ６ ／ ４ ６９

１９９７ ／ ３ ／ ２８ ５００ ９．２４ １９９８ ／ １２ ／ ３１ １００

１９９７ ／ ５ ／ ２０ ５００ ９．２４ １９９８ ／ １２ ／ １９ １０４

合计 ８０６２

五、立足与传递：“家本位”的支出轨迹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家庭已经不是生产

单位，但仍是消费单位。 家庭消费是基于家庭收入而进行的理性活动，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很多

重要的消费，比如食料，大部分都是自给，因此在研究农民家庭消费的过程中，想要研究农村家

庭的消费情况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更为困难。 费孝通在研究禄村农民的日常消费时就已经发

现，日用账是研究农民消费的重要材料，但是很不容易找到，因为中国农民中有记账习惯的人极

为稀少 ［１］ ，倘若能够有几十年如一日记账的农民，提供的记账材料更是极为珍贵，家庭中的一手

数据相较于统计年鉴更为真实，牛孝全家庭账本中的每笔开支都像过往生活的历史日记呈现在

眼前，透过渐近褪色的文字，见证牛家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交际网络的扩大，
甚至是科技医疗等对家庭生活带来的改变。 根据时间线索将整个家庭从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 年的支出

分为两个部分，主要依据家庭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进行分类。 一是年轻夫妻独立于主干家

庭之后需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在社会中立足生存下去，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生活同时有一定的物

质积淀；二是等到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家庭中用于子代教育和成家的支出成为最重要的部分，父
母在最有劳动能力的中年阶段所积累的经济资源主要用来为儿子办婚事，结婚也进一步演化为

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重要途径 ［２０］ 。
（一）立足期：农业生产、建房构成主要支出

１９８０ 年代从大家庭分裂出来的小家庭拥有的物质较为匮乏，从大集体回归到家庭的一代在

“分家析财”时能够分到的土地、粮食，甚至是现金极为有限，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分家同时意味

着分担债务和责任。 牛孝全自 １９８４ 年结婚，到 １９８６ 年与父母分家，再到 ２０００ 年其父亲去世接

近二十年时光中的家庭支出始终围绕着让小家庭能够在村庄内部和社会上立足，子代尚且年

幼，主要的支出都用于农业生产和修建房屋，同时作为独立出来的小家庭仪式性人情支出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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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表 ７） 。 修建房屋自立门户是小家庭能否在村庄内部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条件，在修建的

过程中依据父母的经济能力给予子代适当的支持。 牛孝全在 １９８６ 年账本中记录：“从阳历 ３ 月

２ 日开始破木，８ 日下午架楼板，１０ 日下午立木，１５ 日盖瓦，历时十四天，实干十天，此房共用

４２００ 多元，吃了 ８４０ 斤麦，木匠工资 １２５ 元。”此时牛孝全是大家庭，结婚后仍然与父母和兄妹

居住在一起，直到 １９８７ 年新房建好才分开住。 即使在分开居住后牛孝全与父母并未完全分家，
作为长子对后面的弟弟妹妹承担一定的责任，当时弟妹均在上学，长兄在弟妹的学费和开支方

面一直支持到弟妹上学结束，并且在弟妹成家时还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子代开支在这个阶

段主要是孩子的奶粉，１９８５ 年第一个孩子出生，１９８７ 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两个孩子相差 ２ 岁，年
龄接近，在以后的支出中会更加凸显出子代对于一个家庭支出结构的重要影响。

表 ７　 １９８３—２０００ 年牛孝全家庭支出统计 ／元

年份 农业生产 税费支出 人情往来 子代抚育 医疗支出 兄妹上学 父母养老 房屋修建

１９８３ ２８７ ７３
１９８４ ３３８ ６７
１９８５ １３２ １０２ ３０ ４０ ２４ ５０ ２．１
１９８６ ３９５ ９９ ６５ ２０ ４３ ８１ ３４８ ４３７４
１９８７ ４８３ ９１ ７４ ２４ ２５ ２３７ １．８ １３６
１９８８ ４７１ ９０ ８１ １６ ６２ ２７１ ９
１９８９ ７０２ １３２ ７５ １９ ８８ ４９５ １６０ ３２１０
１９９０ ８４３ １４０ ８８ ２３ ８４ ３０４ ２５４
１９９１ １３１２ １７６ ９５ ７４ ９３ １５１５ ６６７
１９９２ １８１５ ２１８ １４０ ４０ ４１ １５０ ２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５０５ ２６８ １０１ ２２２ １７９ ６５ ４５５
１９９４ １７３９ ３８５ ４１ ４８３ ４３８ １１９６ ８３
１９９５ １６９７ ５２６ １９８ ６４６ ６７ ３２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１ ８７３ ２１８ ４９３ ５９ ５１５
１９９７ ３６１９ ８７１ １４８ ９９５ ５１１ ４０
１９９８ １６３８ ５０７ ４４２ １１８７ ２４５ １３１
１９９９ ３４１２ ３７４ １９２ ２７５０ ３０１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６０ ３５９ ５７６ ４１０７ １３０ １６６ ３５０

　 　 注：１９８３ 年与 １９８４ 年支出只记录了农业部分。

图 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牛孝全家庭各项支出占比

从 １９８３ 年到 ２０００ 年的家庭支出情况总体情况来看，农业税费与农业投入在十年里占家庭

总支出的比例最大，三次建房投入较为突出（图 ２） 。 为了方便比较观察，在计算代际支出时对

父母兄妹以及子代进行了合计，都将其作为代际责任的部分。 在 １９８３ 年到 ２０００ 年的时间段

中，从农村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核心家庭，在物质较为匮乏的年代，独立出去的年轻夫妻首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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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困境就是经济独立，收支平衡，父母尚且年轻无需赡养，牛孝全分家时房屋仅仅是做了简单

的修缮，直到 １９８９ 年才扩大房屋面积，１９９５ 年全部翻修。
（二）传递期：代际责任改变支出格局

子代开支成为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最主要的部分，２００７ 年之前子代开支主要用于教育，２００８
年之后则是为子代买房结婚养孩子。 ２０００ 年牛孝全的父亲去世，这十几年中在人情往来上面

的支出有所增长，主要原因是农村人情往来的标准提高，家庭用于人情支出的金额也随之增长。
整个养老的支出变化很大，在父亲去世之后，牛孝全负责母亲的日常开支，其中医疗支出波动性

较大。 农业支出较为稳定，在购买生产工具较多的年份投入较多。 牛孝全家支出变化情况见表

８ 和图 ３。
表 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牛孝全家庭支出情况 ／元

年份 农业生产 税费支出 人情往来 子代抚养 医疗 父母养老 房屋修建 信仰

２００１ ３６３２ ３５９ ４５８ ５３１８ １１６ ２２９３ １８

２００２ ２２００ ２８０ ５８４ ５７１９ ２２２ ６２ ３０

２００３ ２８８４ ２７６ １６２６ ６１１０ ４７３ ５１８ ２６

２００４ ２２８４ ２２７ ７９１ １７３２０ ７２７ １１９９

２００５ ２６１４ ８４７ １８４１５ ３７４ ６６９ ２８５７ ２

２００６ ２４８４ １２２４ １７５７６ ４２７ １４９１ ２４３４ ５４０

２００８ ５５２３ １７１４ ２１４ 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０ ６０６７ １７７５ ６７０００ ７１４ １５２７ ７０

２０１１ ７０８２ ２５５４ ６６６ ２４９２ ４６２０ １０

２０１２ ８７５６ ４１４９ ８１８９５ ３９８ ２７８８ ３５５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６８４０ ８４６５ １０５４３４ １１０１ １７１０ ５４６５ ３００

２０１４ ７３１８ ８２１９ １６４７０ ４５０ ５７４ １３３９０ ４４０

２０１５ ８６３７ ５５５９ ４７４２ ４１４０ ５１２８ ３０５

２０１６ ７８７０ ８７６３ ７８１５ ２６３５ ３１４ ４４０

２０１７ １７１９４ ７９２８ ９２１５ ３６３１ ７３０ １５０

　 　 注：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０９ 年的支出数据不完整。

图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牛孝全家庭各项支出占比

近二十年时间中，家庭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代际责任，儿子结婚被关中农民视为自己的

人生任务，子代结婚所准备的彩礼、房屋、酒席几乎耗尽一个农民家庭几十年的积蓄，对于儿子

数量多的家庭而言父母压力更大。 牛孝全两个儿子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需要完成高等教育，家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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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面的支出日渐增加，等到 ２００８ 年两个儿子先后毕业参加工作，结婚大事接踵而至。 ２０１０
年大儿子到城里买房，牛孝全夫妻资助 ６ 万多元，２０１２ 年大儿子结婚后搬到县城居住，２０１３ 年

小儿子结婚之后与父母共同生活，牛孝全对房屋进行简单的装修并购买了新家具。 大儿子

２０１４ 年在城里做生意，牛孝全支持了一万元，空间距离的拉大使得大儿子与父母已然分家，家
庭结构变化也恰巧符合当地父母与小儿子一起生活的习俗，小儿媳和孙子的支出均记录在家庭

账本里，也佐证了小儿子与父母并未分家的事实，家庭中一部分金额用来抚养孙子，购买奶粉和

孙子看病住院费用支出占大头。
农业支出上的增幅与种植结构调整、土地面积增加和生产工具购买密切相关。 ２００４ 年取消

农业税，２００８ 年后家庭的种植结构有了变化，增加了蔬菜，农业支出有所上升，到了 ２０１５ 年之

后新增加 ４ 亩左右的土地面积，同时购买耕地车等大型农用工具，在一定时间内农业支出飙升，
但是总体涨幅较为平缓（表 ４） 。

（三） “过日子” ：家本位的消费逻辑

在农民的话语体系中，把勤俭持家当成“过日子”的基本内涵，财产的多少决定日子过的是

否红火，但在收入相当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别。 家庭对每个

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

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命运。 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好了，才谈得上一个

人过上好日子了 ［２１］ 。 过日子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套生存伦理，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一套

生活逻辑。 在关中地区的农民生活中，有着强烈的家本位观念，追求的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

和利润，而是生活的维持 ［２２］ 。 因此在家庭消费观念中，都是围绕着家庭生活的实现和再生产顺

利进行。
在安排家庭消费的过程中，作为核心家庭的家长，将子女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完成子代

的教育和成婚是父母肩上的责任，因此家庭的消费主要是围绕再生产以及子代两个方面。 农业

投入是维持农民家庭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在家庭发展中的任何阶段都占据着不容小觑

的地位，“过日子”所包含的三个重要元素———人、财产和礼仪，全部体现在家庭消费中，人是贯

穿家庭消费的主线，从小家庭分家独立并在村庄立足，人情往来获得村里人的认可，修建房屋在

村庄竞争中不落后，储存积蓄完成人生任务，合理配置人力兼顾务工和家庭，即使在富余的情况

下依然维持较为简单的生活，这些都展现出小农家庭“过日子”的思维逻辑。

六、总结与讨论

通过家庭三十多年收支账本的分析，完整展现了一个关中农民家庭的生活样态。 国家在农

村的政策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集体时期、土地分配和税费改革。 而家庭根据自身任务变化分

为立足期与传递期，个人的选择差别在于在家务农还是外出就业，当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时，各个

家庭形成了自身的生活图景。 在展现家庭收支账本的脉络中，对微观层面的个人，中观层面的

家庭和宏观层面的国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总体而言国家政策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行动逻辑。
首先是利益上的整合，国家在宏观层面上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了农村原有生产资料分配方

式和生活轨迹，对家庭经济结构影响尤为明显，呈现出从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再到“半工半耕”
的演变，作为农村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嵌入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也

能够用来理解当前农村的社会分化现象。 其次是文化上的啮合，家庭在应对国家利益调整时具

有自身的“能动性” ，家庭中个人的行动逻辑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 家本位的文化观念限制着

个人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关注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和代际责任，
“过日子”理念作为农民生存逻辑得到更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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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支账本看似微小，但其能够帮助我们观照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家庭形态各有

千秋，家庭的本质却万变不离其宗。 国家出于利益调整的需要出台政策，政策落脚于家庭，又通

过家庭影响到个人，个人采取相应的行动去应对一系列的变化，但是这些行动受到强大的文化

制约，个人只能在利益与文化之间寻找合适的出路，并最终反映在家庭的财产收支上。 本文在

分析家庭支出结构时未将占家庭重要部分的生活开支纳入其中，主要存在两点原因：一是农村

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食物支出较少；二是家庭的记账视角以男性为主，家庭生活由女性负

责，在账本上无法体现具体的数额，在对家庭收支做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女性视角。 同

时家庭收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将会作为追踪研究继续跟进看其是否会产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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